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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保护华侨权益的尝试
——以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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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梳理了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与国民政府对工潮案的处理过程。

1942 年 5 月，驻伊拉克英军招募一批滞留印度的中国海员赴伊拉克为内河运输队工作，华工到后不

久却因待遇差等原因而爆发工潮。国民政府与英军展开交涉，焦点为涉事华工应否受军事法庭审判。

经过协商，由中方外派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开创了中国向他国派出法庭审判本国华侨的先河。中国法

官并未使用军事法，而是以普通刑法审判华工，量刑较轻。此后，国民政府继续为改善华工工作与生

活条件等问题与英军展开交涉，以保护华侨权益。伊拉克海员华工是战时海外华侨特别是华工生活的

缩影，此案的处理体现了战时国民政府处理侨务的特点及境外司法审判实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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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Zhao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Key words: World War II; Iraq; Chinese seafarers; military court; overseas Chinese rights

Abstract: In May 1942,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stationed in Iraq recruited a group of Chinese seafarers 

stranded in India to work in the Iraqi interior for a waterway transport team. Shortly after the Chinese 

arrived, a strike broke out due to poor treatment. In response to i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onducted 

a series of negotiations with the British that focused on whether Chinese seafarers in the strike should be 

tried by a military court. In the end, they were sentenced to a minor penalty under the Criminal Law by a 

Chinese judge. Following tha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to improve Chinese seafarers’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This specific case reveals a number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manag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during the wartime, 

in particular with regard to its practice of China’s judicial system on foreign soil.  The paper gives an 

insightful look into the case. 

学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海外华侨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其中，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

的支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相关学术著作近 20 部，重要文

章几百篇。然而，关于华侨对侨居地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援与贡献，研究则相对较少。事实上，海

外华侨不仅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他们在侨居地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活动。许多侨胞在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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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国或第三国从事战地服务，形成了特殊的战时华工团体，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

献。另一方面，在二战时期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国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救助受难的华

侨，但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对中国境内归国难侨的救侨工作，对国民政府在海外保护华侨的实践关

注较少。① 例如，1942 — 1945 年间由印度赴伊拉克工作的海员华工是战时海外华工的重要案例。

由于大量华工来自印度，伊拉克属于“第三国”，在手续、管理及生产生活等方面产生了全新的

问题，随之产生的华工工潮与审判亦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境外司法实践与探索。②国民政府对伊拉

克海员华工案的处理是其护侨手段的重要探索与尝试。本文拟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英国外

交部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为基础，对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国民政府对华工权益

的保护、围绕工潮的中英交涉与司法实践等进行初步考察，以冀拓宽二战时期海外华侨史研究的 

视野。

一、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基本情况与工潮的爆发

（一）伊拉克海员华工的招募
二战时期，一批海员华工赴伊拉克工作，源自英军在伊拉克招募工人。1932 年，英国结束

了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但根据 1930 年《英伊同盟条约》，英国在伊拉克仍享有驻军权。1939

年 9 月，二战全面爆发，伊拉克是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也是苏德与北非战场的侧翼。1941 年 4

月，伊拉克国内爆发政变后倒向协约国。［1］1941 年 4 月 29 日，英国宣布执行“萨宾计划”（Plan 

SABINE）③，派印度、伊朗等地的英军从巴士拉向伊拉克军队发动进攻。［2］仅仅 13 天后英军便

占领了伊拉克。此时驻扎在伊拉克的英印军队（名为波斯—伊拉克部队）有 7 个师和 2 个装 

甲旅。

因伊拉克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军需要招募工人为后勤保障服务。1942 年 5 月，驻伊英军托英印

政府招募海员华工赴伊拉克为内河运输队工作。［3］印度此时恰好有大量的中国籍海员滞留。二战时

期，英国船运公司雇佣了超过 6 万名中国海员。［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马来亚等

英属殖民地，英国船只航线中断，到 1942 年底，先后有 6000 余名海员被迫撤到印度，主要居住在加

尔各答与孟买。［5］由于当时印度的海员华工组织不健全，失业者众多，加之此次工期内衣食住行费

用全部由英方承担，故华工报名踊跃，到 1942 年 12 月，印度英国技术工人招募队在加尔各答招募了

华工 450 余人，主要负责修理机械与船坞工厂等工作。［6］

不过，这批华工的手续存在严重问题，在招募时，英军方面并未告知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

馆，华工进入伊拉克时无护照及签证。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得知后，向英国技术工人招募队抗议，

并介入此事。1942 年 10 月，英国技术工人招募队将合同与管理规定告知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强调

除了按合同规定之外，华工应受军法管理。国民政府驻印度专员沈士华则表示，华工不作为军人而

是以平民（citizens）身份加入英军工作。［7］沈士华希望华工避免受英军军事规章制度的严格管辖，

若出现问题，则尽可能为其提供保护，以维护华工利益。此事中英双方存在分歧，一直没有定论。

然而，由于当时留印海员为生计所迫，急于寻找出路，多数人在对合同不了解的情况下便开赴伊 

① 参见曾瑞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4 年第 1 期；贺金林：《太平洋战事

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陈国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

检讨——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等等。

② 当前，学界对中国如何废除他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交涉关注较多，代表性成果有：杨天宏：《北洋外交

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崔巍：《1931 年初美

国政府对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态度》，《民国档案》2014 年第 2 期；刘萍 :《“白尔丁号事件”与法国在华治外法

权的废除》，《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吴文浩：《跨国史视野下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1919 —1931）》，《近

代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等等。对于中国在境外审判本国华侨的司法实践则关注较少。

③ 英军在 1940 年 3 月制定的旨在防御伊拉克与伊朗油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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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8］

（二）处境恶劣的海员华工爆发工潮
这批华工的年龄均为 15~50 岁，其中 20~30 岁的青壮年占多数，大部分为浙江、江苏、广东与

天津籍，从事职业主要是铜工、铁工、木工、船工、车工、机工、绳工、锯工、磨工、漆工等，主

要工作是修理英军伊拉克内河航运所用船只及军用汽车。与英国、伊拉克、伊朗等地的工人相比，

华工技艺更为精湛且精于钻研，工作效率更高。

但工作伊始，对华工的管理让英军大为头疼。这批华工教育程度多为小学，为海员或普通小商

贩出身，“智识既浅，又缺乏训练，脑筋简单”，内部乡省观念严重，派系众多，天津帮与广东帮甚

至发生过械斗。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华工有吸食鸦片的习惯，赌博亦盛行。较差的工作与生活条件

也助长了华工的不满情绪。华工分为两班工作，一班是早上 7 点至下午 3 点，一班是下午 3 点至晚

上 11 点，平均每人每班 8 小时。由于伊拉克地处热带沙漠气候，夏季最高气温可达 50 摄氏度以上，

华工难以适应，甚至一些人“神经错乱、发为狂疾”，而冬天时又潮湿多风，风冷刺骨。恶劣气候让

华工叫苦不迭。同时，居住条件也不好，英军搭建了 10 座营房供华工居住，营房长约 15 米，宽约

6 米，30 至 50 人住在一个营房内，除较为拥挤外，照明与饮水时常发生困难。此外，由于绝大多数

华工此前没来过伊拉克，对气候、环境、风俗等都不适应，很多人小病不断，思乡情绪严重，精神 

萎靡。

对这批海员华工，英方概括其“用之非易、弃之不能”。因此，英方最初采取高压管理的方法，

派一名中尉统管衣食住行、每个营房派一名上士监管，工厂各部门均有一两个监工，对任何大小错

误都要严惩，与管理印度工人的方法类似，这种方式受到华工的一致反对。由于工作条件不佳及管

理不善，双方矛盾不断积累，小冲突不断，一些华工甚至绝食以示抗议。［9］

伊拉克海员华工于 1943 年 2 月初写信向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抱怨工作条件太差，希望后者帮

忙交涉改善。但英方始终以自己并未违约为由，拒绝改变，而囿于合同规定，战事结束前不能停工，

华工深感前路漫漫，精神不振，［10］矛盾一触即发。

由于没有得到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立即回复，1943 年 2 月底，已无法忍耐恶劣工作环境

的华工公推 9 名代表，与英军交涉，要求遣回全部华工。英方不仅没有同意，反而以“违抗命令”

为由，将这 9 人判处 9 个月至 2 年不等的监禁，将其拘禁于宪兵监狱之中。但英方的高压管理使

得华工的愤怒情绪愈发积攒，7 月下旬，1 名华工夜里被杀，抛尸大海，华工推举 36 人与英方交

涉要求其查处凶手，英方没有答应，于是华工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工潮，与英军发生激烈的肢体冲

突。平息冲突后，英方将华工推出交涉的代表 36 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所有华工也被英方派印度

兵监押，形同俘虏。［11］工潮爆发后，伊拉克海员华工的工作已停顿，如何破局成为中英双方面临的 

难题。

二、围绕审判方式的交涉与工潮的解决

（一）中英对审判华工的态度与交涉
华工初到伊拉克工作时，中英双方对其身份（军人还是平民）并未达成一致，关于华工应受何

种审判，中英产生了分歧。 

英方认为华工应受到英军的军事审判。1943 年 7 月 8 日，英军委托英印政府外交部官员威特曼

（H. Weightman）向沈士华告知伊拉克海员华工工潮的情况，并表示在工潮平息后，将滋事者送往军

事法庭接受审判。虽然在招募华工时沈士华曾强调海员华工以平民身份加入工作，但英方认为英国

文职人员在类似情况下也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且这批海员华工招募时签署了遵守英军规章条

例的承诺，坚持军事审判，以儆效尤。［12］实际上，英方希望华工受到英军的军事审判，是其坚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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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队在伊拉克拥有治外法权的表现。①

中方则不同意华工接受军事审判。沈士华于 7 月 10 日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汇报此事，［13］因争议

焦点在于是否“军事审判”，涉及同盟国军事合作，故外交部询问军事委员会的处理态度。军委会认

为，“遇事应按合同与国际惯例行事”，既然商定好了以平民身份加入，若所犯罪行无关军事且非接近

战区，就不属于军法范围，应当由伊拉克地方法院审判，维护华侨权益起见，更不宜开此先例。［14］

军委会希望能维护华侨的长远利益，不希望因此开他国军方审判中国侨民的先例。

得知军委会的态度后，8 月 16 日，外交部要求沈士华以此为原则与英印当局交涉。［15］ 9 月

29 日，外交部致电兼任驻伊拉克公使的李铁铮，令其就近与伊拉克和英军方面交涉。［16］此案

涉及海员等海外华侨是否受他国军事审判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在给出初步处理意见后，国民

政府对案情较为重视。10 月 6 日，蒋介石致电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令其进一步查明真相并相应 

交涉。［17］

不过，英方仍未改变态度。沈士华在 10 月 15 日向外交部汇报，英方仍坚持军法审判，原因

在于，伊拉克法庭均由伊政府管辖，英军雇佣的华工不宜由第三国审判；华工所犯罪行皆与军事

有关，其他国家文职人员类似错误亦受军事审判。沈士华由此提议可由中国驻伊拉克公使馆就近

派员调查此事，如允由军事法庭审判，亦应由驻伊拉克使馆派员观审。［18］但国民政府仍坚持此

前的观点，23 日外交部回电沈士华，表示因华工并非军人，无论罪行与军事相关与否，应由当

地法庭审理，要求撤销此前对 9 人的审判，重新由当地普通法院审理，并由驻伊拉克公使馆派人 

监督。［19］

中英交涉未达成一致，而此时外交部在 10 月 21 日收到了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报告。与驻印专

员对此事了解不多、仅充当沟通的角色不同，该批华工大多由加尔各答赴伊拉克，领事馆对情况较

为了解。因电报往来耗费时日，领事馆选择一面交涉、一面请示，在其看来，英国方面确实并无违

约，但工人不满之处在于气候恶劣、语言不通、军事化管理过严等。工潮爆发后，9 月 7 日，驻加尔

各答领事与英国技术工人招募队代表进行了会谈，希望英方依照合同切实改善华工生活待遇，若英

方对华工不满应通过领事馆交涉，不能直接进行处罚，即便存在违法或违约行为，也不应当以英国

军事法庭审理，被押人员应被送回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并设法遣送回国。英方代表同意传达，并沟

通改善管理模式等事宜。［20］

在了解上述情况后，外交部仍旧坚持伊拉克海员华工以平民身份加入工作就不应受军法管辖，

此案中华工违反的均为英军的规章制度，并无违反当地民事法律，故亦不应由伊拉克地方普通法院

审理，两者相加即应判华工无罪。故外交部决定，此前所提之立场（撤销军事法庭审判结果、改由

普通法院审理）不应因英方的强硬态度而改变，此立场虽在法理上略有漏洞，但此前英方在未通知

中方的情况下便对华工进行军事审判，是轻视中国的表现，可以此作回应，表达中国维护华侨利益

的态度。［21］

（二）中英达成初步解决华工工潮方案
由于双方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印度的交涉没有进展，而英军也发现，处罚华工后，虽然非肇事

者被释放并允许继续工作，但华工情绪仍然低落且日渐怠工。［22］为防止对战场后勤产生影响，11

月 24 日，李铁铮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抵达巴士拉，与英方交涉华工问题。此为华工爆发工潮后第

一次有中方官员抵达事发现场，对事件的解决产生了积极作用。李铁铮一面安抚华工的情绪，将

其工作与同盟国作战及维护国际合作联系起来，以做鼓励。另一方面他与英方协商，使其同意放

松管理方式、改善华工生活条件，虽英方仍不同意取消军事审判结果，但允许被押者如愿出来工

作，则“不必固执尚待解决之军法问题”。［23］李铁铮亲赴现场调解卓有成效，为工潮的解决打下了 

① 1930 年英国与伊拉克签订的《英伊同盟条约》，规定英国可在伊拉克驻扎军队，并享有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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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2 月 15 日，英国驻伊朗使馆武官请李铁铮派员协助彻底解决此案。李铁铮遂派驻伊朗使馆武官

汤德衡及随员赴伊拉克处理。12 月 26 日，一行人抵达巴士拉，开始与英方交涉。中方人员认为，必

须重新签订更符合实际的合同以及解决军事审判问题方能彻底解决此事。首先中英双方谈判签订新

合同，要点有：第一，为避免华工因语言差异而产生误解，新的合同分为中英文两份；第二，工作

年限由战后结束工作改为一年一签，到期可协商续约，同时规定，新合同签订与否由华工自由决定，

凡不同意签订者可免费送回加尔各答；第三，新合同规定罚款数量不得超过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第四，新合同规定改善工人医疗、饮食、用水、居住及娱乐活动等条件。［24］新合同诸多条件有助于

维护华工权益，稳定其工作情绪。

争议最大的军事审判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英方将在押的 36 人全部释放，并补发在监狱时段

的工资，释放后这批人可自由选择是否签订新合同，但英军将闹事较为严重的 13 人定为不受欢

迎者并遣返印度，建议印度政府待其抵达后释放。而关于此后的军法问题，英军认为，巴士拉为

军事管理区域，一切军民都接受军事管理，华工不可例外，而华工服务的内河运输队属于英军司

令部管理，无法再设新的普通法庭，故此前国民政府外交部所提的以普通法庭审理很难办到，且

即便交由普通法庭审理，也存在语言隔阂、伊拉克当地司法体制不完善等问题，流弊更多，但

中方又坚持侨工不接受外国军法的原则，故双方协商后，决定同意华工犯罪以军法审理，但应

用中国军法，由中方派员组织军事法庭，审理后由英方执行判决。［25］ 虽然外交部的由普通法

庭审判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海员华工依旧由军法审判，但中国保留了审判权，有利于维护华侨 

利益。

英方对此事的处理亦有其考量。虽然这批华工赴伊拉克为英军工作，但因其并未办理伊拉克入

境手续，［26］实际上具有英军雇工与滞印海员的双重身份。英国政府此前就曾讨论军队文职人员与海

员的军法审判问题。1943 年 1 月，中英达成《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后，

接续交涉两国军事人员司法管辖权协定。关于军队雇佣人员，英国政府认为应当属于英国军事法庭

管辖范围，［27］但关于海员，英国内部产生分歧。1943 年 4 月至 7 月，英国政府就海员是否归属于内

进行多次讨论。英国外交部主张不将海员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因为在中国收回治外法权后，亦不愿

放弃对他国海员的管辖，若英国执意提出，可能会使驻印军的军法管辖谈判时做出其他让步。［28］英

国战争运输部则希望将海员纳入军队治外法权豁免范围，以此维护英国海员的利益。［29］1943 年 7 月

7 日，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Halifax）向英外交部报告，中美军队管辖权豁免协议中并未涉及海

员。［30］美国的做法成为英国的参考，由此英国政府决定不将海员纳入中英军队治外法权豁免范围，

同时考虑扩大根据 1894 年英国《商船法》设立的海军法庭的司法管辖权，以包含商船海员在海外所

犯的罪行。［31］故在处理伊拉克海员华工审判问题时，维持军法审判、但将审判权交给中方，是英方

认为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案，既符合军队雇佣人员受军法管辖的原则，又为日后将英国海员的审判归

于英国海军法庭的谈判预留空间。

1944 年 1 月 6 日，新合同正式签订并生效，不过事情却再生波折。英方此前答应支付在押人员

关押期间的工资，在押 36 人中，除了 13 名不受欢迎者外，另有 13 人也希望返回印度，但在出发前，

英方却反悔，拒绝支付工资，引发华工的强烈不满，与英方激烈交涉，存在爆发新的冲突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1944 年 2 月 8 日，英国驻伊朗使馆再度邀请汤德衡赴现场解决，但由于此前军委会

曾通过外交部下令，因华工不是军人身份，禁止使馆武官参与本案调解，故李铁铮不得不另派副领

事陈厚瑞前往。陈厚瑞到达巴士拉后，安抚华工情绪，并与英军进行了有效的交涉，英方将华工工

资全部补齐，并将其遣送回印度。［32］领到工资后的 26 名华工对国民政府维护华侨权益的做法十分感

激，特地从领到的工资中拿出近十分之一（约 1300 卢比）以作献金。［33］至此，伊拉克海员工潮问题

得以暂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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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派军事法庭的设立与运作

（一）国民政府关于外派军事法庭的协商
虽然华工新合同达成，但由于当时情况紧急，为安抚工人情绪尽快解决工潮，汤德衡在没有请

示国民政府的情况下与英方达成中方外派军事法庭的折中方案，事后再汇报。汤德衡的“自作主张”

得到了外交部的认可，认为确实是当时的最佳解决方案，并在 3 月 7 日将组建外派军事法庭的问题

告知驻印度专员与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34］

不过，军事委员会与外交部尚未就此事协商一致，在伊拉克的华工又生波折。5 月 10 日，李铁

铮向外交部报告，一名英国军官被华工殴打受伤，按照此前协定，要求中方迅速派员组织军事法庭

审理此案。［35］此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内部重启了对外派军事法庭问题的讨论，为吸取此前交涉时在

不了解情况下就定下立场而使交涉陷入僵局的教训，外交部并没有给驻伊朗使馆就解决殴打案件下

达任何指令，而是直接商议整个外派军事法庭的处理方式。

由于此事涉及法理上的很多问题，也并无先例，各个部门的意见不一，并未很快得出结论。外

交部认为可组织外派军事法庭，而军委会执法总监部在分析涉及的法理问题后，认为运用戒严法组

织军法审判虽无不可，但目前英军所定的罪名大多为抗命辱职，均不在军刑法第二条适用非军人之

列，而怠工、嫖娼等行为是否适用于海陆空军惩罚法处理等也无明文规定，且此前已定华工为平民

身份，若以军方审判则无法可依，故提出一个变通办法，即由司法行政部派员以军事法庭名义前

往伊拉克进行审判。而司法行政部则不同意此变通办法，认为组建军事法庭于法理上不合，即便

是中国外派的军事审判，平民也不应接受，以免形成以军法审判平民的先例，埋下隐患，建议取消

外派军事法庭，仍由地方普通法院审理。［36］显然，以军法审判海员华工在当时无法从法理上获得 

依据。

外交部在收到并分析司法部门的意见后，也感到外派军事法庭困难重重。5 月 27 日，外交部

致电李铁铮，将司法部门的意见告知，并询问若撤销外派军事法庭决议、改由普通法院审理，有

无困难。［37］外派军事法庭的方案突然被推翻，让李铁铮颇感意外，5 月 31 日，李铁铮回电表示，此

前英方一直遵守新合同的约定，不以英军法制裁华工且待遇有所改善，若此时中方变卦，则会对此

后有关伊拉克海员华工的中英合作与华工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并“恳准”接受英方外派军事法庭

的要求，但以目前存在困难无法立即组建而暂缓。［38］外交部只考虑法理问题，却忽视了前方的实

际情况，李铁铮提醒了外交部，后者一面回电李铁铮，同意回复英方因存在困难暂缓（而非拒

绝）组建外派军事法庭，一面再度就此问题进行研究。［39］

6 月 15 日，外交部与军委会办公厅、军法执行总监部、司法行政部召开“关于伊拉克华工纠纷

会议”。会上各方认为，按照现行国际惯例，军队驻扎人员不受当地军法审判，此时国民政府与英美

谈判在彼此境内驻军的治外法权相关协议，即有军队不受当地法庭审判的规定，故中国不能允许华

工受到伊拉克法庭的审判，若为英军服务的华工受伊拉克法庭审判，则可能被视为中国“放弃国际

公法之权利”。而中国与伊拉克并无治外法权相关的条约，中国无权在伊拉克组建法庭审判伊拉克

的华侨。若将华工视作英军一部分，因最早申明过华工不以军人而以平民身份加入，不受英军的军

法审判，如此则华工无从审判，英军也不会同意，故由中国组建军事法庭，依据中国相关法律进行

审判，是可行的折中办法。最终各方一致决定设置外派军事法庭，由于华工合同仅剩半年，故由驻

印远征军中派员前往，以军事审判处理华工殴伤英军官。至于合同到期后如何修订军事审判问题另

行讨论。［40］会后，蒋介石于 7 月 31 日批准此方案，派驻印远征军军法处处长吴化民赴伊拉克进行 

审判。［41］

（二）外派军事法庭的运作
11 月 2 日，吴化民抵达巴士拉，开始审理此案，案情逐步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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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全部过程如下。194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华工李阿兴（上海人，28 岁，铜工）

在未得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木工工厂，打磨一铁条（其日常工作所用的工具），由于工厂确实存在

不经允许工人不得进入不同工种工厂的规定，故该厂监工英军上士安斯蒂斯（Anstis）看到他后，勒

令离开，李阿兴并未回应，并继续工作，安斯蒂斯见状后十分生气，对李进行言语辱骂，要求没收

其铁条，李阿兴被激怒，出拳打了安斯蒂斯，并带走铁具离开。11 时 15 分，在营地再次见到安斯蒂

斯后，怒火未消的李阿兴用木棍打他，在被夺下后，复用铁锤击打，后被赶来的英国魏琪（Wyche）

上尉制服。［42］

11 月 7 日至 9 日，此案开庭审理，原告除了巴斯蒂斯外，另有英国与伊拉克证人两名，而被告

方则只有李阿兴一人。庭审过程中，巴斯蒂斯坚称李阿兴持木棍与铁锤对其进行了攻击，证人亦作

证明，而李阿兴虽坚称自己没有打人，但没有证人为其证明。最后，吴化民认为，李阿兴确有打人

举动，但没有造成太过严重的身体伤害，且调查后发现，被打者并不是军官而是士兵，故并不能依

中华民国陆海军刑法之暴行胁迫罪惩处，最终法庭按照普通刑法，判决李阿兴 15 日拘禁，由于此

前他已被拘禁 12 天，再拘禁 3 天即可。原告亦表示接受，此案宣告完结。［43］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193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民国刑法》第二十三章伤害罪第二百七十七条，伤害人之身体或健

康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44］按此法条，15 日的拘禁属于较轻的量

刑，相比之下，1943 年工潮时，英军曾判涉事的华工无限期监禁，中方组建的军事法庭无疑有助于

维护华侨利益。

围绕军事审判问题的商讨与交涉前后历时近一年，中英反复协商后才确定了由中国派员组

织军事法庭的方案，但直到这批华工被遣散回国，外派军事法庭也只组建了这一次。不过即便

组建了军事法庭，实际上最后审判结果也采取了折中方案，没有按照陆海军刑法来审判，而是根

据普通刑法。对此，吴化民的解释是中国的军事刑法范围不广，许多罪行不易找到合适的法理解

释，况且这批华工本身就是以平民身份而非军人身份来此，也并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用军法则太过 

严厉。

外派军事法庭的组建平衡了英方的要求与华侨权益的保护。而最后实际上只拘禁 15 天，这样较

轻的定罪也没有被英方反对，表明英方要的不是严惩，而是按合同办事，进行军事审判，用意不外

乎希望华工服从合同安排及军事管理。

（三）华工新合同的谈判
在处理李阿兴案的同时，外交部也开始直接介入新工作合同的谈判，以便妥善解决军法问

题，并提高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1943 年 12 月，中英交涉后达成的为期一年的新合同将在 1945

年 1 月 6 日到期，而 1943 年的合同谈判以驻伊朗使馆武官汤德衡为主导，事后外交部予以了追

认，此次外交部则在 1944 年 7 月起就开始谋划新合同的谈判，其中有关司法审判的规定是交涉 

重点。

外交部首先询问相关部门的意见。关于新合同中有关审判的规定，行政司法部认为应将与军事

有关的案件由军事审判，无关者交由地方审判，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则认为应当成立外派军事法

庭，审判执行则交由驻印远征军处理。而关于待遇问题，军委会办公厅则认为应当改善伙食与住宿

条件，限制工时，尤其是夜间工作时间。而外交部则加入了华工可辞职的要求。收集完国民政府各

部门的意见后，外交部将其告知李铁铮，并询问其建议。［45］

1944 年 10 月 13 日，外交部收到了李铁铮的汇报。在汇报中，李铁铮对无关军事的案件交

由普通法院审判的规定极不赞同，因为这批华工本身就没有护照和签证手续，若由普通法院审

理，则必然涉及入境合法性问题，若为其补办相关手续，这批华工就成了伊拉克侨民，对其返

回印度产生阻碍（当时印度对外国人入境限制很严），这是华工不愿意的。故关于审判问题，李

铁铮还是赞同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建议，依旧由中方组织派出军事法庭负责审判全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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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改善待遇一事，现有的合同实际上已经照旧合同有所进步，华工也比较满意，继续进行 

即可。［46］

为了整合各方建议，10 月 24 日，外交部再度与军委会办公厅、军法执行总监部、司法行

政部一同召开会议，商讨新合同问题。会上得出结论，华工犯罪仍由中国军法审判，并由英方

执行，但合同中应写明狱中待遇不得稍有偏差，待遇方面由伊拉克使馆与英方根据实际情况 

商议。［47］

10 月 25 日，外交部将议定的条件告知李铁铮，以此与英方交涉，而英方也提出，明年会

招 135 名工人，工期半年，若要求太严苛则全部解雇。［48］虽然英方的回应较为强硬，但中方还

是坚持要求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废除夜工、监狱待遇与英国士兵没有偏差等条件，英方最

终均同意。1944 年 12 月 26 日，有 114 名华工签订了为期 6 个月的合同，其余则均由英军遣返回 

印度。［49］

新合同签订后，华工的情绪明显得到安抚，矛盾冲突大大减少，1945 年 6 月 28 日，在履行完合

同后，全部华工被英军遣送回印度，至此伊拉克海员华工全部工作结束。

四、结语

伊拉克海员华工的经历是二战时期海外华侨处境的一个缩影，也反映出国民政府侨务政策诸多

问题。国民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可从司法与护侨两个角度进行评价。从司法角度而言，国民政府处理

伊拉克海员华工审判案是二战时期重要的境外司法实践。面对此前未有的审判境外华侨相关问题，

国民政府在内部商议与对英交涉后，采取派员赴伊拉克组建军事法庭审判的方案，实际上掌握了司

法审判权。虽然属于华工合同的具体安排，与长期固定化的治外法权不同，但此方案融合了中英双

方的意见，最大程度弥合了法理缺失，同时维护了司法主权。且虽为军事法庭审判，但最终以普通

刑法为依据量刑较轻，有助于维护华侨利益。国民政府与英军就审判伊拉克海员华工的交涉较为顺

利，源于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1943 年中英达成协定废除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等不平等特权，中

国在司法审理的管辖上拥有和英国平等的地位。此外，战时中国与英国共同加入反法西斯同盟，为

维护同盟抗敌的需要，中英之间交涉亦较为顺利。

从保护华侨的角度而言，国民政府对伊拉克海员华工案的处理经历由混乱到规整的过程。国民

政府不仅开创了外派军事法庭以保护海外华工权益的先例，在改善生活待遇等方面也让华工满意。

随着国民政府对海员华工情况的逐步深入了解，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在实际处理中并未拘泥于法

理，而是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手段，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在商议决定处理方案后即坚持以此与英方

交涉，态度坚决，使英方接受了改良华工待遇的方案，增强了华工的归属感与爱国热忱，也保障了

华工顺利完成工期内的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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